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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912/2019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七十三届会议(2022年4月19日至5月13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查：托德·布赫瓦尔德、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前田直子、伊维亚·普册、阿娜·拉库、阿布德拉扎克·卢瓦内、塞巴斯蒂安·图泽、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来文提交人：
	S.B.，由Stewart Istvanffy 和Anne Castagner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申诉日期：
	2019年2月10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9年2月11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2年4月22日

	事由：
	将申诉人从加拿大驱逐至印度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如被驱逐至原籍国，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不驱回)；防止酷刑

	《公约》条款：
	第3条



1.1	申诉人S.B.，印度国民，生于1986年。他在加拿大提出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他可能被驱逐到印度。他说，缔约国如着手将他驱逐，会违反它在《公约》第3条之下的义务。缔约国已经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作出了声明，该声明自1989年11月13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9年2月11日，根据议事规则第114条，委员会通过其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申诉人的申诉期间不要将申诉人驱逐至印度。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生于印度Rampur, 但与妻子和两个子女在旁遮普邦定居。2002年至2009年间，他是锡克教寺庙的仪式歌手和传教士，并经常前往加拿大，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在此期间，他居住在旁遮普邦的Dugri, 这是一个划定安置1984年骚乱受害者的地区。
2.2	警方经常骚扰Dugri地区的年轻人，申诉人也因其职业而遭到骚扰。然而，自从申诉人结识J.S.之后，他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J.S.是1984年骚乱的一名受害者的家人，也是申诉人姻亲的亲戚。J.S.曾多次因涉嫌与激进分子合作而被警方逮捕并遭受酷刑，申诉人为他的家人提供帮助，使其获释，甚至帮助他逃往孟买。J.S.最后被当局逮捕，一直未能获释。
2.3	2011年，申诉人被警方拘留，并多次遭受酷刑。他决定逃往哈里亚纳邦。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也仍然没有安全感。他患有抑郁症，因担心暴露身份而无法工作。2011年7月，他获得了加拿大签证，并于2011年10月前往加拿大。在到达加拿大之后，申诉人重新得以自由和安全地在宗教仪式上表演，这有助于他改善身心状况。但是，印度警方仍然对他的家人进行骚扰，要求他们透露他的下落。为躲避骚扰，他的家人只得不停地搬迁。与此同时，由于骚扰没有停止，申诉人的家人敦促他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申诉人于2012年2月提出了庇护申请。
2.4	2012年2月21日，申诉人提交了难民申请。2014年12月15日，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驳回了这项申请。2015年3月23日，联邦法院驳回了准许上诉请求和对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决定作司法复查的请求。2016年8月8日，申诉人提出了请求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考虑获得永久居留的申请，并于2017年11月23日提出了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2018年5月23日，这两项申请均被驳回。2018年8月21日，他对就他提出的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获得永久居留的申请作出的否定决定，提出准许上诉请求和联邦法院司法复查请求，但该申请于2018年11月21日被驳回。申诉人没有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提出异议，因为联邦法院最近的动态表明，除极少数情形以外，联邦法院不对否定的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干预。因此，他的律师建议他对将他请求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获得永久居留的申请驳回的决定提出异议，因为主管机构将不得不考虑与在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复查过程中将考虑的相同的风险问题和新的危险证据问题。申诉人认为，如果他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提出上诉，本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2.5	2016年10月21日，有警员前往申诉人位于印度的家中，他们辱骂和骚扰申诉人的父亲，要他说出申诉人的下落。一名警员打了他父亲的头部。两天后，申诉人的父亲因中风去世。[footnoteRef:4] [4: 		申诉人提交了他父亲的死亡证明，该证明没有说明死亡原因。申诉人还提交了他父亲死亡当天对他的脑部作的磁共振成像的医疗报告，该报告显示“他的中右侧[脑动脉]出现大面积急性梗塞，造成轻度占位效应”。] 

		申诉
3.1	申诉人表示，他的指称没有在国内程序中得到公正的评估。他说，国内主管机构没有对所提出的关于他在印度遭受迫害和歧视的确凿证据予以重视，它们这样做依据的唯一理由是他可以考虑在国内逃亡。在这方面，申诉人表示，国内逃亡方案没有考虑到他在旁遮普邦之外没有社会或保护网络，而且他患有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3.2	出于上述原因，申诉人请求不要将他遣返印度，因为他担心回国后会遭受酷刑。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19年11月11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缔约国说，由于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和缺乏证据，申诉不可受理。
4.2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请求对就其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作出的否定决定作司法复查。缔约国指出，在以往的一些意见中，委员会认为，对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否定决定或关于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的否定决定进行司法复查，不会提供有效的补救。不过，委员会在最近的决定中认为，准许上诉请求和对否定决定作司法复查的请求并非只是手续问题。缔约国说，其国内司法复查制度特别是其联邦法院在有充分理由认为申诉人面临酷刑风险的情况下，的确会提供防止驱逐的有效补救办法，而且这项制度规定依据实质问题进行司法复查。《联邦法院法》第18.1条第(4)款列出的复查理由涵盖可据以在任何情况下对一项决定进行复查的所有实质性方式，涉及决策者在管辖权、程序公正性、事实和法律等问题上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果申诉人请求准许上诉并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查，而且如果联邦法院发现该决定存在法律错误或不合理的事实认定，联邦法院本会根据《联邦法院法》第18.1条第(3)款规定的权力给予救济。
4.3	缔约国还指出，委员会一贯认为，单个申请人在某种补救途径中的总体成功率，并不影响关于该补救办法是否属于为受理目的必须用尽的有效补救办法的确定。[footnoteRef:5] 此外，委员会认为，仅仅对某种补救办法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并不能免除申诉人设法用尽这种补救办法的责任。[footnoteRef:6] [5: 		例如，P.S.诉加拿大(CAT/C/23/D/86/1997)，第6.3段；以及Z.T.诉挪威(CAT/C/23/D/127/ 1999)，第7.5段。]  [6: 		例如，Jensen诉丹麦(CAT/C/32/D/202/2002)，第6.3段。] 

4.4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申诉人本来还可以向加拿大边境事务局提出行政延迟遣返申请。这是又一种可能带来合理的补救前景的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还指出，联邦上诉法院再三认为，如个人证明自上次风险评估以来出现了死亡、极端处罚或不人道待遇的风险，执法人员必须将遣返推迟。
4.5	缔约国还表示，申诉人未能为受理目的证实关于他在印度面临可预见的、针对个人的和真实的酷刑风险的指称。缔约国指出，委员会不负责权衡证据或重新评估国内法院或法庭对事实的认定。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审查了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和风险指称，得出结论认为他未能证实本人属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意义上的难民或需要保护的人的指称。联邦法院不允许对该决定进行司法复查。缔约国说，这些裁定是适当的，有充分根据的，应该得到委员会的尊重。2018年，申诉人还请一名遣返前风险评估人员对他提出的可能面临风险的指称进行研究。这位评估人员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关于在印度的过去曾经面临、今后还将面临风险的指称缺乏证据，申诉人如返回印度，不可能面临风险。
4.6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关于被警方拘留、遭受警方骚扰和酷刑的指称没有得到证实。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无法确定申诉人如所称的那样，曾遭受印度主管机构的酷刑。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他很可能是当地警方索贿的目标。例如，在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申诉人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J.S.失踪或被警方通缉。据说此人致使申诉人遭受印度主管机构的据称的虐待。申诉人也无法作出解释，说明警方为什么将他释放，以及为何他能够离开旁遮普前往哈里亚纳邦与一个朋友呆在一起，然后于2011年前往加拿大。关于申诉人以往遭受警员实施的酷刑的指称，缔约国指出，他没有提供可靠的医学证据来证实他的指称。缔约国指出，“Sanjivani自然康复和健康中心”的信件仅表明他在2011年因伤接受了两次治疗，并没有认定这些伤害由酷刑引起或与申诉人关于遭受酷刑的指称相吻合。同样，由“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诊所”提供的两封信分别是在2015年和2017年起草的，而此时距离最后一次指称的酷刑事件已经过去4至6年。这些信件只是说，申诉人称他的疼痛由在印度遭受的所称的暴力引起。
4.7	缔约国还指出，即使对申诉人过去的经历暂予采信――这一经历没有得到证明――他仍然未能证明如果被遣返印度，他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在他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中，考虑到了他关于可能面临风险的说法。在该申请中，办案人员考虑到了他的家人就警员不断骚扰一事提供的与本申诉所附相同的证明书。然而，这名办案人员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他的说法，即印度警方正在通缉他，或警方目前将他视为激进分子的同情者。
4.8	关于申诉人称他的父亲2016年被警方杀害，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提供的医疗报告和死亡证明都没有显示他父亲据称遭受的伤害与他的说法相一致。
4.9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印度总的人权状况并不能证实申诉人提出的将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风险的指称。缔约国指出，申诉人称，印度存在大规模、蓄意和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为证实这些指称，他列举了2002年和2005年的两篇文章，[footnoteRef:7] 这两篇文章据称述及旁遮普邦总的人权状况。但他没有向委员会作出解释，说明这一总体信息与他本人的情况的关联。此外，申诉人所依据的许多陈述似乎都涉及对犯罪嫌疑人和叛乱分子嫌疑人的拘留、酷刑或杀害，而这些都与他的情况无关。缔约国指出，从申诉人本人的证词来看，申诉人并没有参与激进或叛乱活动。 [7: 		Jaskaran Kaur, “A Judicial Blackout: Judicial Impunity for Disappearances in Punjab, India”,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vol. 15, 2002; and Ensaaf, “Punjab Police: Fabricating Terrorism through Illegal Detention and Torture – June 2005 to August 2005”, October 2005.] 

4.10	最后，缔约国认为，即便申诉人已经在初步可信的基础上证明，如被遣返印度，他本人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他也没有证实，除了旁遮普邦以外他将无法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安全地生活。缔约国指出，锡克教徒可以自由迁移到印度的任何一个邦，在迁移过程中不会面临法律或程序上的困难。缔约国还指出，关于印度国家状况的报道表明，锡克教徒的人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不能再说仅仅由于个人实际所持或被认为所持的政治观点，在返回时普遍都有可能遭受虐待。[footnoteRef:8] 缔约国认为，只有积极参与或被认为参与或支持激进活动的有影响力的激进分子才有可能在返回印度后受到中央主管机构的关注。另外，生活在旁遮普邦以外各邦的锡克教少数群体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并可接受教育、就业、获得医疗保健和住房。此外，对于从旁遮普邦迁移至印度其他地区的锡克教徒，人们通常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他们来自的地区而用高度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也不会受到当地警方的骚扰。根据上述，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可以选择在国内逃亡。 [8: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Home Office, “Operational Guidance Note: India”,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1a890674.html.]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0年2月21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的意见的评论。他对酷刑受害者在印度有任何形式的国内逃亡办法提出异议。鉴于大量的活动会留下电子足迹，而且印度拥有非常强大的监控系统，任何人在这个国家都可以很容易地被找到。申诉人说，他具有如被遣返印度将面临最大风险的人的许多特征。也就是说，他是受洗的锡克教徒；他的家庭成员曾因政治活动而成为目标并遭受过酷刑和强迫失踪；他和他的家人与旁遮普邦的政治机构以及腐败和目无法纪的警方都有矛盾。因此，在他的案件中，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不是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申诉人提及委员会在Singh诉加拿大案中的决定[footnoteRef:9]，并认为委员会在该案中关于遣返前风险评估程序和司法复查缺陷的认定与他本人相关。 [9: 		CAT/C/46/D/319/2007.] 

5.2	申诉人指出，遣返前风险评估缺乏可信度，因此人权组织或难民支助团体都不信任此种评估，认为它无法切实保护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申诉人重申，他认为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因为对他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永久居留申请未获批准进行的司法复查，基本上依据与遣返前风险评估相同的事实。他说，在遣返前风险评估过程中，多数证据都被拒绝，唯一的原因是提供证词支持申诉人的人本人认识他。他说，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标准，真正的证据只能从医学专家或本人认识酷刑受害者的人那里获得。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2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委员会已确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申诉人可以请求准许上诉和对拒绝其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的决定进行司法复查，还可以向加拿大边境事务局提出行政延期遣返申请。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说，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查并不能为保护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手段，因为联邦法院的判例表明，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联邦法院不会对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否定决定进行干预，而且他要求对就他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永久居留申请作出的否定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上诉，依据的是与遣返前风险评估相同的事实。
6.3	从档案中的信息来看，委员会注意到，根据《联邦法院法》第18.1条第(4)款，联邦法院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的司法复查不限于法律错误和纯粹的程序性缺陷，法院可以审查案件的实质。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没有提出相关论点来支持他的说法，即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的司法复查不是有效的补救办法。他只是说，由于他请求对他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永久居留申请被拒绝一事进行司法复查，所有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都已用尽，因为该请求基本上是基于与遣返前风险评估相同的事实，如果他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提出上诉，结果本会相同。
6.4	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对补救办法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并不能免除申诉人用尽补救办法的义务，联邦法院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审查案件的实质。[footnoteRef:10] 因此，委员会认为，在本案的情形中，申诉人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没有请求联邦法院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作司法复查。 [10: 		见Aung诉加拿大(CAT/C/36/D/273/2005/Rev.1)，第6.3段；S.S.和P.S.诉加拿大(CAT/C/62/D/ 702/2015)，第6.5段；以及S.S.诉加拿大(CAT/C/62/D/715/2015)，第6.4段。] 

6.5	据此，根据收到的所有资料，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申诉人有一个有效补救办法可以利用，但他没有用尽。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来文不予受理。
6.6	鉴于这一认定，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审查不予受理的任何其他理由。
7.	据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申诉人和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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